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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极海域赋存丰富的油气和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也是全球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北极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已发现大量天然气水合物赋存的识别标志，笔者综述了巴伦支海西

南部海域陆架区水合物形成的条件和已发现的天然气水合物分布情况和泄漏特征，总结影响

巴伦支海西南陆架区天然气水合物形成和分解的各项因素，评价北极巴伦支海西南部天然气

水合物资源前景。掌握北极巴伦支海及其周边区域的水合物资源情况是提升中国在北极事

务话语权的必要内容之一，北极海域水合物动态变化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

意义；这类极地低温海域水合物流体聚集和运移特征十分特殊，对丰富水合物成藏研究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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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据统计，北极水合物大约蕴藏 1 000～5 000 亿 t
的碳储，这一含量超过全球水合物总储量的 10%[1-2]。

而水合物分解产生的主要气体甲烷是一种强烈的

温室气体[3]，甲烷泄漏是加剧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

之一，因此近十几年来各国许多学者关注北极陆架

海域出现甲烷泄漏现象[3-10]。北极海域大多区域地

形、构造单元、地温梯度以及温压条件都适宜天

然气水合物发育，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和挪威岛、加

拿大北部海域、巴伦支海、喀拉海、拉普帖夫海、波

弗特海、西伯利亚陆架等地区都发现了天然气水合

物[9, 11-16]。位于北极大陆边缘的浅水深层天然气水

合物和流体运移系统对海洋温度变暖十分敏感[17]，

是潜在的甲烷气体排放来源。尤其是在全球变暖

的大环境下，加强对北极大陆边缘天然气水合物调

查研究十分必要。因此，掌握北极海域天然气水合

物泄漏特征、分布规律和形成过程对于预估气候变

化、评价北极水合物资源前景都有重要作用[18]，这

类极地低温海域水合物流体聚集和运移特征十分

特殊，也对丰富水合物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不

但如此，调查研究北极地区巴伦支海的地质、资源

与环境状况，是打造“冰上丝绸之路”的坚强保障和

重要举措之一[19]。

巴伦支海西南部是巴伦支海已知天然气水合物

最发育的地区（图 1）[20]，Vadakkepuliyambatta 等[21]

根据模型估算巴伦支海西南部水合物体积约为

470～3 320 GSm3。已发现的巴伦支海西南部天

然气水合物埋藏深度相对较浅、对北极海域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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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极其明显，其下地层中发育大量油气藏，而

浅表层水合物泄漏对钻井安全存在巨大的潜在

风险，但大量水合物聚集区更是能源勘探开发的

直接目标[22]。已报道的巴伦支海天然气水合物[23]

主要出现在西南部陆架的各个盆地、构造高地以

及西北部的斯瓦尔巴群岛附近。巴伦支海西南

部陆架水合物是与深部烃类气体泄漏相关[42]，气

源主要来源于晚新生代盆地的油气系统 [13]。识

别活动性烃类气体渗漏或古冷泉渗漏一方面可

以提供深部油气系统的线索，另一方面可以直接

开启水合物矿藏的勘探。尽管对该地区的烃类

流体运移的研究尚未达到全面细致的程度，但经

常观察到该地区的流体流动受区域性构造和新

生代的暴露剥蚀作用控制[43]，因此十分有必要对

巴伦支海西南部各区域的水合物系统进行综合

分析，以加强对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区水合物聚

集分解的规律性认识。笔者回顾梳理了先前的

调查研究成果，综合各种地质作用对巴伦支海天

然气水合物系统的控制作用，着重分析通道运移

和天然水合物聚集关系。

巴伦支海位于挪威与俄罗斯以北（70°—79°N，

14°—58°E），是北冰洋重要的陆缘海之一，陆架宽

达 1 300 多千米，从北至斯瓦尔巴特和法兰土约瑟

夫群岛，东至新地岛，西至挪威-格陵兰海，是世界上

最宽阔的大陆架之一。巴伦支海基底是由巴尔蒂

安、劳伦提安和西伯利亚板块以及较小的大陆板块

拼合起来的。前新生代巴伦支海东部由西伯利亚–
巴尔蒂安板块俯冲碰撞后沉降形成，而巴伦支海西

南部由北大西洋扩张形成[44]。巴伦支海西部以 NE—
SW 走向近平行的 3 个凹陷和隆起组合。加里东期

变质基底之上形成晚二叠世地堑；中石炭世—晚二

叠世沉积了碳酸盐岩和蒸发岩；三叠纪—早侏罗世

形成陆架碎屑岩层序，中侏罗世—早白垩世形成一

系列线性构造，快速沉积了巨厚沉积层；晚白垩世

巴伦支海西缘经历了构造挤压抬升，巴伦支海西部

仅局部发育厚层的上白垩统泥岩、页岩[45]；巴伦支

海北部和西部边缘是新生代约 55～54 Ma 从北大

西洋分裂形成的[46]，古近纪时，整个巴伦支海西部

沉降，随后构造活动使西缘抬升，新近纪整个巴伦

支海受到强烈剥蚀，其西部和北部形成大型扇体。

早古新世深海沉积、渐新世—中新世浅海沉积和上

新世—更新世的冰川相沉积组成了新生代的沉积

序列[47]。上新世—更新世地层受冰川作用控制，西

部侵蚀程度高于东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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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巴伦支海西南部水合物发现（底图自文献 [20]）[21-41]

Fig.1    Location and tectonic framework of southwestern Barents Sea and indications of hydrate occurrence
（base map modified from reference[20]）[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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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水合物形成的

条件

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区水深一般＜350 m，局

部最深的凹陷水深不超过 500 m；由于温暖的大西

洋流与北极冷水混合，巴伦支海西南部底层水温

1～6 ℃，季节性变化可达 2 ℃[49]；由于盐底辟的出

现，局部地热梯度变化在 25～65 ℃/km[50]。根据巴

伦支海西南部水深、海底温度和热流的资料推断，

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不具备纯甲烷水合物形成的

条件[13, 21-22]。现今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区水合物稳

定带受底层水温、地热梯度、盐底辟构造等因素影

响[13, 21]，水合物稳定带变化极大，其中主要的影响

因素是底层水温和地热梯度。

西南部 Hammerfest 盆地冰川沉积物总有机碳

（TOC）含量＜2%[51]，这个量不足以产生大量生物

甲烷，就此推测深层的热解气成为水合物聚集的气

体来源[31]。BSR 位置比生物成因气源的 BSR 位置

更深，加之这些 BSR 位置位于油气田上部，推测来

自下部储层的热解气是水合物主要气源[27]，目前巴

伦支海西南部陆架已发现的也都是 II 型水合物。

根据地震资料，巴伦支海西南部水合物气源来自于

二叠系、下三叠统（Kobbe 组）、上侏罗统（Hekkin-
gen 组）和下白垩统（Snadd 组）[22，24，42]，主要以热解

气和重烃为主[13, 21]。巴伦支海西南部 Hammerfest
盆地下部 Snøhvit 气田、Tromsøflaket 西部的 Goliat
油气田和 Loppa 高地西部的 Havis 气田为水合物成

藏提供了充足的气源。

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区经历了构造抬升，在伸

展构造环境中形成大量高角度正断层，后期的构造

活动使得断层活化开放，构成了流体运移系统。冰

川的加载卸载作用，使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地层形

成超压，提供了流体运移的动力。因此，巴伦支海

西南部陆架区具备水合物形成的温压条件、气源供

给条件、通道运移系统和超压动力来源，十分适宜

水合物聚集成藏。

2    巴伦支海西南部天然气水合物赋存
的识别标志

通过在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海域多道地震、浅

地层剖面、多波束、深海可视化等调查研究，发现了

多种天然气水合物赋存的识别标志以及各种冷泉

渗漏标志[21-41]。

2.1    气体羽流

气体羽流是甲烷等烃类气体在海底直接以气

体形式释放，是海底冷泉的标志之一[52-54]，而冷泉

是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后产生的流体，主要成分

是甲烷等烃类气体。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调查发现

熊岛东部海域的大量甲烷羽流[29]，羽流区 280 m 以

深水体甲烷浓度在 29～56.7 nM，向上逐渐变小至

3.6 nM。巴伦支海西南部 Loppa 高地 2 700 km2 区

域发现了 16 个的气体羽流，羽流沿 Ringvassøy Loppa
断裂带出现，而大部分麻坑区无羽流发现，仅一个

麻坑区羽流位于同一断裂带的分支断层上[27]（图 2）。
羽流密集区位于 Loppa 高地西翼，与其新生界和石

炭系地层断裂程度高直接相关，上新统-更新统地层

中存在大量断裂，适合流体在冰川沉积中迁移至海

底，形成气体羽流。

Harstad 盆地 Håkjerringdjupet 凹陷发现约 190

个气体羽流[33]，主要集中在 Håkjerringdjupet 凹陷

北部，呈 NE—SW 向分布，大部分羽流起源于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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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巴伦支海西南部 Loppa高地测深和背反射图像

（据文献 [27]修改）

Fig.2    Bathymetry and backscatter datasets of Loppa High in
Southwest Barents Sea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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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泉碳酸盐岩结壳区域。

2.2    麻坑

麻坑是甲烷等流体喷发或溢出海底形成的凹

陷，与海底冷泉活动密切相关，可认为是冷泉的喷

口[55]。巴伦支海西南部很多区域发现了麻坑，其规

模、密度和分布特征各有不同，总体上从麻坑区域

中心向外，麻坑的规模和密度呈变小趋势。

Nordkapp 盆地在 Hammerfest 盆地东侧，在此

盆地曾获得了水合物实物样品，水深为 250～330 m
区域也发现了大量麻坑[22]，根据三维地震资料解释

的海底图像显示，麻坑直径＜300 m，多见几个麻坑

呈簇分布，麻坑在较深水区域分布更密集，与冰川

犁痕共存，分布于盐丘周围。地震剖面显示了这些

麻坑直接连接深层断层，断层可达侏罗系或更深的

地层。

Hammerfest 盆地发现多处麻坑[25, 32, 36]，直径大

多＜50 m，Ingøydjupet 凹陷最深处（水深约 500 m）

麻坑直径 100 m，深度 10 m，向凹陷外缘方向麻坑

的深度、规模和密度不断减小，凹陷外缘麻坑直径

为 35～45 m，深度 1～2 m，麻坑密度从中心的 210
个/km2，减少到 135 个/km2。此区域之外没有麻坑

发育，一些巨大的凹陷可能是由于冰山撞击海底而

形成的。 Hammerfest 盆地西部邻近 Ringvassøy
Loppa 断裂带区域发现了 3 种规模的麻坑[32]，46 个

直径 50～100 m 的大型麻坑，69 个直径 100～300 m
的超大型麻坑，还有 2 个直径达 1 700 m 和 1 900 m
的巨型麻坑。高密度的大型麻坑和超大型麻坑在

水深较大（水深 315～350 m）的区域发育，巨型麻坑

受到冰山犁痕的影响较大，位于水深较浅（水深

276～284 m）的区域。研究发现现今海底和上部区

域不整合面（URU）上麻坑高密度区域和巨型麻坑

位置一致，指示了古流体泄漏更为活跃的特性，这

个麻坑区南部局部泄漏强烈，北部泄漏较弱但麻坑

分布更为广泛。Hammerfest 盆地发现的很多麻坑

下地层识别出 BSR 及增强反射。一些较大的麻坑

其下地层显示出柱状的渗漏区[30]。

Loppa 高地 340～425 m 水深区域也发现了麻

坑[27]（图 2），大部分麻坑直径＜35 m，深约 2 m，密

度可达约 150 个/km2，此区域 1 km 外的麻坑规模和

密度均变小。部分随机分布、部分与冰川犁痕直接

相关，有些凹陷中也出现麻坑。Loppa 高地麻坑几

乎未被沉积物覆盖，说明近期仍存在流体活动。地

震剖面上显示麻坑切穿了最上层的海相沉积物，说

明其形成于沉积之后。

Harstad 盆地 Håkjerringdjupet 凹陷最深的区域

发现大量麻坑[34]（图 3），麻坑直径 10～50 m，深度

1～6 m，麻坑规模随水深增加（水深 315～375 m），

通过 ROV 观察到有一些＜2 m 的小麻坑呈簇环绕在

大麻坑周围，ROV 展示出高分辨率麻坑形态，麻坑

具有不规则边界，且底部有大型岩块或碳酸盐结壳。

2.3    BSR以及游离气反射识别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西南巴伦支海就发现

了 BSR（似海底反射层）[40-41]。熊岛（Bjørnøya）盆地

通过多道地震调查发现了上古新统和下渐新统泥

岩、粉砂岩中的增强反射、BSR 及其下的声学混浊

带，识别出了水合物和游离气[41]，在 Bjørnøyrenna
断裂带主要断层之上或附近形成聚集区，推断 BSR
深度在 160～220 mbsf，受 Bjørnøyrenna 断裂带控

制，区域半地堑盆地向 E 和 NE 方向倾斜，BSR 深

度向 NE 方向变深。

Nordkapp 盆地地震剖面中可以识别出不同深

度的增强反射，浅层增强反射通过断层与深层增强

反射相连[22]。Loppa 高地位于熊岛盆地西南，URU
附近识别出斑块状 BSR[27]，集中的流体沿地层边界

（如 URU）流动，并通过活动断层渗漏。巴伦支海西

南陆架区由于水深较浅，位于甲烷水合物稳定域

（结构 I）之外，只能形成 II 型的天然气水合物[22]。

由于非甲烷烃类气体存在的额外条件，导致水合物在

满足稳定条件的地方 BSR 都呈斑块状，但由于缺乏

清晰的 BSR，使得水合物的识别变得比较困难[56-57]。

Loppa 高地西南区域发现了倾斜 BSR 和增强

反射 [42]（图 4），倾斜 BSR 不平行于海底，可能在

Ringvassøya 断裂带和 Loppa 高地存在一个影响水

合物稳定带的因素。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热流的变

化，高热流使水合物稳定带深度变浅、厚度变小，类

似泥火山附近的 BSR，从火山口向外倾斜[58]；另一

个可能的原因是烃类气体中重烃成分的增加，直接

影响水合物稳定带厚度，在封闭区域逐渐增加重烃

比重，会出现倾斜 BSR。

Hammerfest 盆地地震剖面中可识别出 BSR、

声学空白、增强反射、杂乱反射和速度下拉等代表

水合物和游离气的特征[32]，“地震管道”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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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Hammerfest 盆地 Goliat 油气田区域发现的

增强反射为水合物聚集，向下与垂直断层相连[25]。

Veslemøy 高地地震剖面中发现多处水平高振幅异

常和声学空白带[28]。Polheim 台地位于 Loppa 高地

以西，URU 之下可以识别出不连续、较短且倾斜

BSR 以及 BSR 下杂乱的、不连续的反射，有学者推

测这个区域不连续的 BSR 可能是天然气水合物浓

度存在明显的变化[24]，BSR 之下低振幅、杂乱信号、

指示流体向上迁移至 BSR，判断 BSR 之下存在流

体集中不规则疏导系统，即使在 3D 地震调查区域

这样几百平方公里的小尺度中也存在影响水合物

稳定带的变化因素。

由于巴伦支海西南部地层岩性变化较大，造成

了热流变化强烈，地热梯度变化十分明显，这些变

化因素加之调查程度不足，因此对水合物稳定带深

度和厚度的掌握仍有很多不确定性[42]。总体上巴

伦支海西南部 BSR 呈斑块状、比较分散，BSR 下都

关联到垂直气体运移系统和断层。

2.4    气烟囱

Loppa 高地西南区域地震剖面上发现了气烟

囱[42]（图 4），气烟囱下明显出现垂直柱状的模糊空

白带，被解释为沉积物中游离气的出现。这些气烟

囱起源于三叠系 Kobbe 组，可能为烃源岩，但由于

气烟囱内部反射模糊，难以判断其起源深度。

2.5    冷泉碳酸盐岩

冷泉碳酸盐岩是海底水合物渗漏活动的证据之

一，利用ROV 观察到Harstad 盆地中Håkjerringdjupet

凹陷周围冷泉碳酸盐岩结壳普遍发育（图 3）[34]，大

部分碳酸盐结壳下有凹槽环绕，其中 2 站冷泉碳酸

盐岩结壳伴有冷泉气体羽流泄漏现象。该区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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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平坦时，冷泉碳酸盐岩在沉积物甲烷厌氧氧化

作用（AOM）下形成[59-60]，随后在强烈的底流和泄漏

流体的冲刷作用下，未固结的沉积物被侵蚀，浅层

的冷泉碳酸盐岩暴露，暴露的冷泉碳酸盐岩又成为

流体侵蚀的新目标，其周围的松散沉积物进一步被

侵蚀，从而冷泉碳酸盐岩周围凹槽逐渐扩大。

位于巴伦支海西南边缘的 Lofoten-Vesterålen

大陆边缘的滑坡体中也发现了冷泉碳酸盐岩以及

典型的烟囱体[31]（图 5），可视化调查发现滑坡体上

常见通道、烟囱通道、碳酸盐结壳和菌席，这些都是

明显的甲烷泄漏的标志。

2.6    海底滑坡

巴伦支海西南部 Lofoten-Vesterålen 大陆边缘

出现了由于水合物分解产生的大型滑坡[31]。可视

化调查发现滑坡体中存在破碎的或倒塌的烟囱通

道，推测这是在滑坡之前形成的，表明甲烷流体的

释放可能是滑坡发生前边缘破坏的一个主要因素。

滑坡体中常见开口直径 1 m、内径 10～20 cm 的大

型通道，还有直径几厘米的小型通道（图 5），推测这

些通道的形成可能与水合物聚集有关，大型通道可

能是滑坡时地层中积聚的气体而突然排出形成的，

小型通道可能是由于滑坡导致天然气水合物失稳

和分解造成的。

2.7    生物标志

冷泉区具有典型的冷泉生物群落，如管状蠕虫、

贻贝以及菌席等。在缺氧的海洋沉积物中甲烷氧

化是由一群消耗甲烷的古菌和硫酸盐还原菌调节

的[61]。巴伦支海东南部 Lofoten-Vesterålen 大陆边

缘发现的菌席和碳酸盐结壳相伴出现，判断与从海

底逸出的气体/流体有关[31]。Veslemøy 高地东翼发

现了 Nonionella auris 有孔虫，这是一种以甲烷氧化

菌为食的底栖有孔虫，直接指示了活动冷泉的存在[28]。

3    地质作用对水合物聚集和烃类流体
泄漏的控制作用

3.1    冰川作用

在巴伦支海西南部海底普遍发育大规模冰川

犁痕、冰川线理和冰川槽谷以及由冰川崩解形成的

凹陷[21-41]，地震剖面上也识别出了冰川沉积物和

URU，URU 是冰川剥蚀面，URU 之下是海相沉积，

URU 之上为上新-更新世冰川沉积，这都是巴伦支

海经历了冰川作用的直接证据。

上新—更新世巴伦支海受北半球约 2.7 Ma 冰

川作用影响[62]，整个巴伦支海都被深至海底的冰川

覆盖，冰期的冰川以现今的巴伦支海西南部为中心，

厚度可达 1.5 km[38, 63]。冰川消退时则伴随着高速

冰流和冰盖底部沉积物变形[64-66]。约 2.7 Ma 之后，

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冰川一再推进，高速冰流的侵蚀

导致了超过 1 km 的沉积物侵蚀。大量沉积物沉积

在西部大陆边缘，如熊岛海槽深海扇。而巴伦支海

的冰川完全消退大约在 15 ka BP[67]。现在巴伦支

海水深不到 500 m，最深的几个凹陷都是冰川消退

时期古冰流侵蚀形成的[63, 68]。多波束调查发现巴

伦支海西南部海底有大量线性弯曲的“V”型和“U”

型槽沟，深度4～11 m、长度1～16 km、宽度40～200 m

 

a

b

c

图 5    Lofoten-Vesterålen大陆边缘冷泉碳酸盐岩和菌席

（据文献 [31]）

Fig.5    Cemented cold seep carbonate chimney tunnels and
bacterial mat on the seabed on Lofoten-Vesterålen

continental margin （after reference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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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局部还可见直径 100 m 以上的非麻坑成

因凹陷[27]。冰川消退期晚期（19～15 cal ka BP），由
于风和流搬运冰盖，冰山在深水中崩解，直接撞击

海底形成凹陷，而崩解的冰川块体对海床沉积物侵

蚀而形成冰山犁痕[66]。另外还可见一些冰流形成

的巨型冰川线理，冰川犁痕切穿冰川线理。另外，

URU 大部分区域也都存在巨型冰川线理和冰川犁

痕[32]，表明现代海底和 URU 都经历了冰川侵蚀作

用，大量沉积物被剥蚀。根据地震调查发现巴伦支

海西南部可能经历了至少 2 次集中的流体逃逸事

件[39]，比较老的一次流体逃逸事件在末次间冰期

（约 0.7 Ma），流体泄漏普遍发生，在 URU 上发育形

成大量麻坑等直接代表流体泄漏的海底地貌；最近

的一次流体泄漏事件发生在全新世，末次盛冰期之

后的冰川消退时期（17～16 cal ka BP），在现代海底

出现大量麻坑和气体泄漏表征。

在冰期由于储层超压的发展，冰的加载和卸载

作用可能导致水和烃类的进一步渗漏[66]，从活化的

区域断层中溢出。天然气水合物的热力学稳定性

也可能受到大规模陆架侵蚀及多次冰期地层和静

水压力变化的影响[69]。间冰期冰川消退，触及海底

的冰川消失、海底温度升高、压力降低，这可能影

响 20 年以内水合物的稳定性[70]。温度的变化传播

到水合物稳定带的底部需要更长的时间。随后，由

于冰川侵蚀引起上覆地层压力降低，使储层气体膨

胀，可能会导致油气泄漏，并由于地层超压的形成

导致烃类流体逃逸事件。

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区海底冰川剥蚀作用遍

布，上覆细粒薄层沉积物适宜麻坑发育，冰川犁痕

深，犁痕沟槽位置的静岩压力相对更小，气体泄漏

更容易发生，从而形成麻坑。大部分有水合物发现

的区域发育麻坑，但大部分麻坑没有气体羽流显示，

而且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气体羽流都出现在开放断

层附近[26]，Ostanin 等[32] 估算末次最大冰期热解气

成因的水合物厚度约为 600 m，而现在模拟水合物

稳定带的厚度仅约为 200 m，推测可能是冰川消退

引起压力降低而形成气体释放造成的。这是因为

现代海底这些麻坑形成于最后一次冰川消退末

期[27]，在温度压力变化后，水合物分解，流体发生泄

漏，现今水合物再次逐渐到达平衡，因而未发现活

跃的气体羽流。

3.2    构造抬升和剥蚀作用

巴伦支海新生代的幕式隆起导致了古新世

（60～55 Ma）、晚始新世（36～35 Ma）和晚中新世

（7～5 Ma）的 3 次暴露剥蚀，与大西洋构造期一致[68]。

巴伦支海大部分地区由于中新世隆升和侵蚀而缺

失古近系[68-71]。

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 Ringvassøy-Loppa 断裂

带和 Bjønørenna 断裂带形成于中侏罗世—早白垩

世大规模伸展断裂作用，晚白垩世再次活化[72]。由

于冰川消退后地壳均衡补偿作用，巴伦支海西南部

晚新生代出现抬升，根据模型推算大概有 900～
1 400 m 抬升[63]。由于负载的移除和后期抬升，这

些断层再次活化开放，为流体运移提供了良好的

通道。

大多调查研究表明巴伦支海西南部烃类流体

泄漏直接与新生代剥蚀作用相关，已发现的水合物

聚集区主要位于上部不整合面附近，它是巴伦支海

西南部与深部气体运移相关的主要层序边界，URU
是一个角度不整合面，下伏新生代前冰川期海相沉

积层，上覆冰川沉积物[65, 73]。URU 形成期间的这

次剥蚀作用移除了巴伦支海陆架上约 1 km 厚的沉

积物[65]，直接导致下伏储层压力变化，烃类气体发

生膨胀形成超压，流体向上运移，形成气烟囱，或沿

断层等构造界线运移，至适宜温度压力区域形成水

合物稳定带。

3.3    区域断层对泄漏流体运移的影响

巴伦支海西南部区域断层对水合物形成的影

响包括 2 种，一种是流体通道，另一种是水合物封堵。

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处于伸展环境，大部分主

要的断裂都为正断层[74]，成为烃类气体运移的通道。

主要断裂带和一些深大断裂可达侏罗系、三叠系、

二叠系烃源岩地层，直接连通烃源岩与水合物聚集

区，如 Loppa 高地西翼近邻 Ringvassøy Loppa 断裂

带，由于 Loppa 高地慢速抬升和冰川沉积中的断裂

作用，形成了现在的开放断层直达海底，活跃的流

体沿地层边界运移至开放断层，形成气体羽流等水

合物泄漏标志[27]。

Hanmmerfest 盆地三维地震剖面显示 SN 和

EW 走向的活化断层横切下始新统—古新统、白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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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侏罗系地层，其中一些断层成为储层边界。下

始新统—古新统地层上覆于晚白垩世不整合面之

上，受大量正断层影响，与其下多边形断层和活化

构造断层相连，形成相互连接的断层网络[33]，十分

适宜烃类流体运移。

巴伦支海西南部地震剖面上显示出很多信号

衰弱的柱状“地震管道”
[32]，“管道”内显示出超过

1 km 的气体或流体的垂直迁移，在“地震管道”内

部，强烈的压裂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提高了渗透率，

降低了密封的完整性，适宜流体运移。然而，当释

放烃类气体的速度很慢时，一些“地震管道”可能被

水合物胶结堵塞[71]。地震管也可能在海底泥火山

喷发事件终止，形成麻坑，这取决于它们的强度和

超压状况[75]，受构造和地层共同控制。

巴伦支海西南部地震剖面上显示出很多气烟

囱，气烟囱与“地震管道”不同，气烟囱大范围的地

震信号衰弱域区（空白、杂乱反射、速度下拉）与浅

层气体聚集或垂直气体运移引起的低速区有关。

巴伦支海西南部气烟囱大多与下伏的断层直接相

关（图 4），是流体上涌后在上覆硬质地层的压力集

中释放，在水合物形成上主要承担了流体通道的作

用。Loppa 高地西南区域气烟囱平面上呈卵圆形，

与断层分布一致[42]，且出现在 Loppa 高地的西翼和南

翼位置，受构造边界控制明显。此处邻近 Ringvassøy
Loppa 断裂带，地层中高角度正断层十分发育。大

量流体在断层中或沿断层迁移，这些区域断层作为

深部烃源岩流体运移的通道，而不是起到封堵作用。

巴伦支海西南部断层对烃类气体的运移作用

还表现在浅部气体异常通过断层与深部气体异常

相连（图 6）。可能是冰期和间冰期温度压力的变化

引起了水合物稳定带的明显加深，断层是深层和浅

层水合物聚集区直接的通道，存在长期的动态变化。

也可能是持续的构造活动使深部流体重新运移分

布，在浅部形成水合物聚集区域[55]。

熊岛盆地发现的水合物和游离气位于较大断

层附近[41]，推测气体泄漏发生的原因除了剥蚀的减

压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断层作用使储层错动，发生

储层倾斜，断层在储层倾斜的条件下，兼具封堵作

用和运移作用。

另外，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区对烃类流体运移

有建设性作用的还包括多边形断层对流体向上和

水平运移的通道作用以及 URU 和蛋白石-A/蛋白

石-CT 转变界面对流体水平运移促进作用。巴伦支

海西南部一些纵向的深大断裂与横向上的多边形

断层或这些特殊界面相连，促进了烃类气体在水平

界面上的运移和聚集。Tromsø盆地上白垩统—下

古新统地层[45] 和 Hammerfest 盆地上白垩统地层[39]

中都识别出了多边形断层，且这些疑似的多边形断

层发育于蛋白石 A/蛋白石 CT 转换界线之下的蛋

白石 CT 沉积物中。多边形断层附近显示了高振幅

异常，说明多边形断层和成岩界面都是很好的气体

聚集区和运移通道。多边形断层与区域断层相互

影响，使流体沿多边形断层线垂向聚集，形成更广

泛的水合物扩散区。Veslemøy 高地发现了蛋白石-
A/蛋白石-CT 转变界线接近 URU[28]，发生在剥蚀之

前，代表了剥蚀前上白垩统—下古新统地层曾达到

过蛋白石-A/蛋白石-CT 转变的埋藏深度。这个转

换界面可能是输送烃类气体至海底表层的一个主

要机制，引导流体向构造高地运移。

3.4    底辟作用

已有调查发现巴伦支海西南部 Nordkapp 盆地

和 Tromsø盆地发育盐底辟[22, 31, 50]，盐底辟附近地热

梯度明显变大[50]，且变化范围较大。地震调查发

现 Tromsø盆地盐底辟邻近区域没有 BSR 显示，但

不排除游离气存在的可能。Tromsø盆地盐底辟构

造之上，地层孔隙水盐供给充分，孔隙水盐度大幅

度增加。而盐是天然气水合物形成的抑制剂[76]，孔

隙水盐度增加，水合物形成则需要更高的压力，稳

定带厚度减小。Nordkapp 盆地和 Tromsø盆地发育

的盐底辟提高了浅层沉积物温度和孔隙水盐度，导

致水合物稳定带变薄[50, 77]。

Nordkapp 盆地地震剖面中识别出泥底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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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Nordkapp盆地浅部气体异常位置通过断层与

深部地层相连（据文献 [22]）

Fig.6    Seismic lines showing multiple gas anomalies in
Nordkapp Basin. Note the faults associated with the

anomalies （after referenc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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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区域有气体异常，盐底辟两翼由于底辟作用

形成挤压应力环境，断层发育且呈放射状，为深部

流体向上运移提供了良好通道。Nordkapp 盆地有

些区域盐底辟作用早于 URU（图 7），且没有气体异

常，这是由于这些区域在隆升和侵蚀过程中绝大部

分失稳的烃类气体已经通过开放断层逃逸。

盐底辟等盐构造使巴伦支海的地温梯度出现

明显变化，从而影响水合物稳定带深度和厚度，巴

伦支海平均地热梯度 30 ℃/km[78]，因为盐的导热性

更好，造成 Nordkapp 盆地在极短距离内的地热梯

度变化范围为 22.8～69 ℃/km[50]，造成了水合物稳

定带厚度在垂向上有 300～500 m 的变化。盐底辟

作用地区地层水的盐度增加，会出现局部区域水合

物形成的压力增加。因此盐底辟作用为烃类气体

提供良好通道的同时，又在地热梯度和地层水盐度

上影响水合物稳定带的深度和厚度。

4    结论

（1） 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区具备水合物形成的

温压条件、气源供给条件、通道运移系统和超压动

力来源，十分适宜水合物聚集成藏。

（2） 调查发现了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区大量麻

坑、气体羽流、BSR 和游离气等地震标志、气烟囱

和气体通道、冷泉碳酸盐岩、海底滑坡以及冷泉生

物等与水合物泄漏直接相关的现象，已发现水合物

标志的区域主要集中于巴伦支海西南部 Ringvassøy
Loppa 断裂带和 Bjønørenna 断裂带附近，这些断裂

主要穿过侏罗纪和三叠纪地层，将深层热解气向上

运移输送至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判断西南巴伦支

海下部存在气油气系统为上部水合物聚集提供了

充足气源，断裂带成为烃类气体主要运移通道，但在

储层倾斜的条件下，断层兼具封堵作用和运移作用。

（3） 新近纪巴伦支海经历了强烈的构造抬升和

侵蚀作用，带走了陆架上大量沉积物的同时导致了

老断层的活化和新断层的形成，为深部气源提供了

向上运移通道。

（4） 巴伦支海西南部冰期静态冰盖压力和低温

非常有利于天然气水合物形成。冰川的前进和消

融控制了陆架到大陆斜坡沉积物的侵蚀、搬运和沉

积，也控制了地层中水合物的形成与分解。冰期冰

川作用使地层压力增加，底层水温度降低，促进了

巴伦支海西南部陆架地层中水合物形成和聚集，水

合物稳定带深度变浅、厚度增加；间冰期冰川消退，

地层压力降低且海底温度增加，地层中的水合物出

现失稳，储层气体膨胀，地层形成超压，烃类气体沿

活化断层发生泄漏。

（5） 间冰期巴伦支海西南部水合物大量分解、

烃类气体泄漏强度较大，现在泄漏速率逐渐减缓，

再次已进入平衡期，但是有下伏油气系统的持续气

源供给，推测巴伦支海西南部水合物储量仍十分可

观。现今巴伦支海西南部水合物稳定带受底层水

温、地热梯度、盐底辟构造等因素共同影响，天然气

水合物稳定带厚度和深度变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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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FACTORS FOR GAS HYDRATE FORMATION AND
DECOMPOSITION IN SOUTHWEST BARENTS SEA: A REVIEW

GENG Wei1,2, SUN Zhilei1,2*, WU Nengyou1,2, CAO Hong1,2, ZHANG Xilin1,2, WANG Libo1,2,
ZHANG Xianrong1,2, XU Cuiling1,2, ZHAI Bin1,2

（1 Key Laboratory of Gas Hydrate of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Qingdao Institute of Marine Geology,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Qingdao 266071,

China；2 Laboratory for Marine Mineral Resources,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bundant petroleum and gas hydrate resources in the Arctic,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win-
dow to the study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 large number of methane leakage activities have been found
in the southwest Barents Sea. This contribution is devoted to a review of published literatures from previous in-
vestigations, so as to sum up the resource indicators, leakage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as hydrate
found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of the southwest Barents Sea, reveal the controlling factors of gas hydrate forma-
tion and decomposition and evaluate the resource potential of gas hydrate. It is important to ascertain the hydrate
resources in and around the Barents Sea to enhance China′s  voice in Arctic affairs,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develop the geological theory on gas hydrate reservoirs in high-latitude waters.
Key words:  gas hydrate; Barents Sea; fluid leakage; gla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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